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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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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构建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 2008−2022年省级及以上

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文本，基于 PMC 指数模型、文本分析单元编码等测算政策综合效力和

政策工具使用力度，并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揭示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

水平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通过拓宽农民群体的非农就业渠道，有

助于提升这一群体的工资性收入水平，但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对其工资性收入水平的影响存

在差异。需求型政策工具有利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提升，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

具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无显著影响。在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实践中，供给型政策工

具在创业后期支持不足，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风险控制力度不足，引致供给型和环境型政

策工具政策效力的相对弱化。据此建议注重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支持与风险防范、加强政

策制定部门间的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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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乡村地区发展的积极作用日益得到学界和政府的关注。农民工返乡

创业已在乡村场域产生显著的就业带动效应，帮助农民群体获得了更加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提升

了工资性收入水平[1‐4]。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结构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持续提高，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从 2013年的 9429.6元持续增长至 2023年的 21691.0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8.69%。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构成中，工资性收入的占比从 2013年的 38.7% 持续增长至 2023年的 42.2%①，收

入结构呈现从以务农收入为主向工资性收入为主转变的态势[5‐6]。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不仅为创业

者提供了经营性收入，也通过带动非农就业为农村居民提供工资性收入。相比于创业带来的经营性

收入，非农就业提供的工资性收入不仅更具稳定性，对经济实力要求也低于创业，能够带动更多农村

居民特别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农村居民获得收入增长。因此，返乡创业企业提供的工资性收入既能扩

大农民工返乡创业受益群体，也有利于降低农村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风险，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

义。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机会和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是优化农民群体收入结构，缩小城乡收入

差距的关键所在[7‐9]。实际上，致力于拓宽非农就业渠道[10]，提升工资性收入水平，党和政府围绕农民

工返乡创业等政策维度先后发布了诸多政策文本，形成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赋能农民群体就业增收的

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农民工返乡创业谱写乡村美好生活的时代图景正在逐步展开，业已成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语境下能人返乡创业“乡村叙事”的重要内容。

当前关于返乡创业政策的研究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主要分析政策自身特点。这一

层面的研究表明，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不同类型的返乡创业政策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一方面，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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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体系具有法定性、长远性等特点，但基础设施、土地、金融、财政、公共服务政策均

需优化[11]。另一方面，中国青年返乡创业政策工具多样但结构不均衡，存在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

等问题[12]。第二个层面研究政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这一层面的研究表明，返乡创业政策能够在农

村居民就业、县域经济增长等多个方面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13‐14]。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乡

村振兴各目标均有正向影响[15]。创新创业政策评价方法主要包括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首先，从基

于质性分析方法的政策评价研究来看，定性评价能够使对政策文本的评价更加全面和深入。借助扎

根理论发现政策文本存在协调性较弱、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不合理等问题[16]。以内容和话语分

析的方式对不同类型经济体的创业政策文本进行比较分析，能够有效区分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创业

政策存在的差异性，相关研究表明以科索沃为代表的转轨经济体的创业政策话语线索似乎更加僵

化，以荷兰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政策文本对创业的理解更加广泛，将其与社会问题联系了起来，而

不是像转轨经济体那样将这种现象简化为一种经济逻辑[17]。其次，从基于定量分析方法的政策评价

研究来看，定量评价能够使对政策效应的衡量更为清晰和客观。双重差分模型显示政府创业政策能

促进城市创业[18]。利用动态二元离散时间随机过程进行模型构建，对包含了风险投资和政府担保银

行贷款两种青年创业企业融资支持途径的意大利创业法进行了分析，发现两种融资方式针对的青年

创业企业的类型并不相同，各自具有独特的特点，从而阐明了此类政策措施的所谓“任务分割”

效应[19]。

总的来讲，学者们普遍认同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之于农民群体就业增收致富的重要意义。尽管

如此，在研究对象方面，现有研究主要进行单项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价，而关于政策体系的整

体评价和优化研究实则相对较少。在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以双重差分法为主，借助内容分析法

对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的研究较少，较难提供精准化理论指导。当前亟待对如下问题进行回答：①农

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总体上是否促进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提升？②政策工具的不同是否会引

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提升效应的差异性？③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

水平提升的作用机制是什么？本文通过构建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评价指标体系，利用 2008−2022年

政策文本，基于PMC指数模型等测算政策效力，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揭示影响机制，以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下农民就业增收致富目标实现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创业活动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至关重要[20]。萨尔曼的创业模型表明人力资源、创业机会、

外部环境和交易行为是创业的关键环节。政府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在这些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持。

首先，乡村地区因人口外流而缺乏创业所需的人力资源，但农民工拥有丰富的非农就业经验和资本，

熟悉当地环境，因此成为政策支持的主体。政策能够通过培训补贴和利用教育资源提升他们的创业

能力，优化人力资源。其次，国家政策的增加和扩展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创业机会，通过减免税收和

费用降低成本，建立创业孵化平台，乡村创业机会得以增加。再次，政府政策还通过制度改革和社会

资本参与来改善外部环境。最后，政府政策鼓励乡村电商和金融机构开发针对返乡农民工的金融产

品，能够降低融资难度，简化交易行为。政策支持返乡农民工乡村创业活动，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

入水平的提升，体现在经济、社会、文化三个方面：

第一，奠定经济基础。政策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可以缓解生产要素外流导致的乡村“空心化”、

人口老龄化等问题，振兴乡村非农经济，从经济领域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经济增长理论

的增长核算方程表明，技术进步、资本与劳动投入增加均会促进经济增长。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活动

往往聚焦于非农领域[21]，在长期的外出务工经历中开拓了视野的返乡农民工本身可以作为重要的人

力资本促进乡村非农经济增长。此外，外出农民工积累的资本和技术同样是促进乡村非农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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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因素。

第二，解决社会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国内经济亦面临下行压力，城市地

区纷纷有“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的转型趋势[22]。外出农民工面临非农就业机会减少、生活成本偏高

等社会问题，致使外出农民工工资性收入水平下降，而留守农村的劳动者由于非农就业机会较少，也

难以为家庭带来较多的工资性收入。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使乡村地区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用工需求，

增加了乡村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不仅可以解决外出农民工面临的社会问题，也能满足农村居民赡

养老人、抚养子女的就近就业需求，从而解决了制约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社会问题，为农村居

民增加工资性收入提供了可靠的社会保障。

第三，培育良好风气。尽管乡村创业可以促进农村居民就近就业、增加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但

是长期以来，由于乡村地区资源匮乏、基础设施不足、市场规模小等原因，创业活动往往优先选择在

较为发达的城市地区进行，乡村地区的创业氛围并不浓厚。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通过在资源供给、

基础设施完善、促进消费等方面给予支持，不断优化乡村地区创业条件，以此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

同时，乡村地区本身也具备创业成本低的天然优势，可以降低农民工创业风险。在政策支持与乡村

自身优势的综合作用下，农民工在乡村地区实现成功创业成为可能，其示范带动作用可以吸引更多

有识之士投身乡村这片沃土，在乡村地区形成创新创业之风，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提供丰厚

的文化土壤。

农民工返乡创业成功需要多方面政策支持，包括增强创业意愿、提升创业能力和改善客观条件。

政策工具的使用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多方面支持至关重要，Rothwell等提出的分类方法，将政策工

具分为需求型、供给型和环境型，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较为契合[23]。其中，需求型政策工具通过发

掘市场需求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供给型政策工具提供必要的资源，如土地、技术等；环境型政策工

具通过税收激励和制度改革等手段改善创业环境。这三类政策工具分别通过吸引力、驱动力和间接

影响力促进政策效力发挥，助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可以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提升。

H2：需求型、供给型、环境型政策工具的使用可以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提升产生正向

影响。

2.影响机制分析

政策主要通过三个途径拓宽非农就业渠道，提升工资性收入水平。

第一，增加非农就业岗位。首先，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通过政策工具发挥效力，为外出农民工返

回家乡就近创业提供政策支持，可以在乡村地区形成众多的新创企业[24‐25]。这些新创企业可以吸纳

大量的劳动力，为更多的农村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其次，作为创业人员，返乡农民工不仅具有对本行

业的投资需求，也比一般工薪阶层拥有更高的消费水平[26]。在政策的支持下，大量农民工回到乡村地

区从事创业活动，在乡村地区形成了巨大的消费需求，返乡创业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能够带动乡村地

区更多相关行业的发展，在乡村地区催生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

第二，增强非农就业能力。首先，为就业人员技能培训提供培训补贴。通过政府为企业培训员

工提供培训补贴，引导企业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对已经具备相应技能的农村劳动者实施专业

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使其劳动技能能够及时适应岗位要求的变化。

第三，提供非农就业保障。首先，通过建立信息采集制度，帮助农村劳动者找到非农岗位，提供

非农就业信息保障。其次，通过提供财政支持，包括社会保险和岗位补贴，以及职业介绍和就业服务

补贴，提供非农就业财政保障。再次，通过建立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畅通仲裁“绿色通道”，提供非农

就业司法保障。最后通过社会保险补贴和工伤保险补贴提供非农就业风险保障。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主要通过提升非农就业水平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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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收集与模型构建

1.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的政策文本主要通过三个渠道获取：中央和省级政府官网、北大法宝数据库以及搜索引

擎如百度和必应。依据张扬等的相关性与规范性原则[27]，选定关键词进行搜索，重点搜集标题包含

“返乡”和“创业”的政策，并以包含“乡村创新”等表述的政策作为补充。政策文本主要选取规范性

文件和工作文件，排除答复、批复等非实质内容，剔除与农民工无关或与研究主题关联不强的政策，

共收集到 2008-2022年 95份省级以上政策文本。区域创新水平数据来自《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

（IRIEC）》，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官方网站及中央、地方的各类统计年鉴。部分指标的个别年份存在数据缺失，则以线性插值法

补齐。

2.模型设定

为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具体影响，构建以下固定效应模型：
Yi,t = α + βPolicyi,t - 1 + ∑Control + ξi + φt + εi,t （1）

模型中，i和 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Yi,t 为 i省 t年的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 Policyi,t - 1 是 i省 t-1
年的政策效力。Control是控制变量。ξi 和φt 分别代表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 是随机扰动项，其余

为变量系数。由于政策效力需要时间体现，模

型设计时对政策效力进行了滞后一期的处理。

统计分析显示，政策主要发布于 2015−2022
年，在此之前，政策文本数量较少；在此之后，部

分变量难以获取。因此，本文选取 2015−2022
年作为研究时段。

3.变量描述与测度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

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以农村居民工资性收

入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百分比的对数值进行

衡量。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参考商潇等的研

究[28‐29]，对于政策综合效力，本文通过政策一致

性指数（PMC）进行衡量，对于不同类型政策工

具的使用力度，本文以 PMC 指数为权重，通过

对政策工具数量进行加权计算的方式加以

衡量。

（3）控制变量。参考关于农村居民收入或

非农收入相关的文献[30‐31]，选取能源消耗水平、

乡村水资源利用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区域

创新水平、社会需求水平、地区产业结构等变量

作为该模型的控制变量。

（4）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为非农就

业水平，以乡村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之和

的对数值进行衡量。各变量的具体内涵如表 1
所示。

表1　变量描述与测度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核心

解释

变量

控制

变量

政策效力

政策工具
使用力度

资源利
用水平

地区发
展水平

变量名称

农村居民工资性
收入水平

非农就业水平

综合政策效力

需求型政策工具

供给型政策工具

环境型政策工具

能源消耗水平

乡村水资源利
用水平

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

区域创新水平

社会需求水平

地区产业结构

农业生产规模

乡村机械化水平

医疗基础设施
水平

乡村生产力发展
水平

农业劳动者规模

变量测度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
比的对数值

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
数的对数值

PMC 指数测算结果的对
数值

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力
度的对数值

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力
度的对数值

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力
度的对数值

农村用电量的对数值

有效灌溉面积的对数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
数值

区域创新创业指数的对
数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对数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

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对
数值

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对数
值

村卫生室数的对数值

人均农业总产值的对数
值

农林牧渔业城镇单位就
业人员的对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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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综合效力测度——PMC指数模型

1.变量选取与参数识别

本文以搜集到的 95份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为对象，以Estrada等提出的政策评价核心变量为基

础[32]，同时参考张永安等有关创新创业政策的变量设定方式[33]，并结合搜集到的相关政策文本内容进

行进一步修改，最终设定了12个一级变量，并在一级变量之下选取了49个二级变量（表2）。

2.构建多投入产出表

根据评价指标构建多投入产出表如表3所示。

3.PMC指数的计算

根据 Estrada等的研究，PMC指数的计算步骤如下[32]：首先，将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变量放入多投

入产出表；其次，根据政策文本分析结果和变量描述，参照公式（2）和公式（3），邀请 5位农业领域专家

对各二级变量进行打分，以确定其得分，并通过公式（4）计算一级变量数值；最后，按照公式（5）计算

出每一项政策的PMC指数。

X~N [ 0,1 ] （2）

表2　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变量

政策性质(X1)

政策时效(X2)

政策功能(X3)

发布机构(X4)

保障措施(X5)

政策客体(X6)

政策等级(X7)

制度体系(X8)

政策评价(X9)

激励措施(X10)

政策领域(X11)

政策重点(X12)

二级变量

引导(X1:1)
建议(X1:3)
识别(X1:5)
长期(X2:1)
短期(X2:3)

资源供给(X3:1)
产品创新(X3:3)
国务院(X4:1)

省市地委(X4:3)
其他(X4:5)

能力保障(X5:1)
兜底保障(X5:3)
农民工(X6:1)

社会组织(X6:3)
国家级(X7:1)

统筹协调(X8:1)
分工明确(X8:3)
运行高效(X8:5)
目标明确(X9:1)
依据充分(X9:3)
资金激励(X10:1)
舆论激励(X10:3)
榜样激励(X10:5)
人才激励(X10:7)
经济领域(X11:1)
文化领域(X11:3)
环境领域(X11:5)
成果转化(X12:1)
制度构建(X12:3)

监管(X1:2)
诊断(X1:4)

中期(X2:2)

方向引领(X3:2)

国家部委(X4:2)
省市厅局(X4:4)

生活保障(X5:2)

创业企业(X6:2)
政府(X6:4)
省级(X7:2)

组织建设(X8:2)
权责清晰(X8:4)

方案翔实(X9:2)

制度激励(X10:2)
荣誉激励(X10:4)
要素激励(X10:6)

社会领域(X11:2)
政治领域(X11:4)
法律领域(X11:6)
市场导向(X12:2)

变量来源

基于张永安等的文章修改[34]

基于施杨等的文章修改[35]

基于张永安等的文章修改[34]

基于施杨等的文章修改[35]

基于吴卫红等的文章修改[36]

基于臧维等的文章修改[37]

基于臧维等的文章修改[37]

基于杜宝贵等的文章修改[38]

基于杜丹丽等的文章修改[39]

基于张永安等的文章修改[33]

基于Estrada等的文章修改[32]

基于张永安等的文章修改[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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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R: [ 0~1 ]} （3）
Xi(∑j = 1

n Xij

T ( Xij ) ),i = 1,2,3… （4）

PMC = X1 (∑
i = 1

5 X1i

5 )+ X2(∑j = 1

3 X2j

3 )+ X3 (∑
k = 1

3 X3k

3 )+

X4 (∑
l = 1

5 X4l

5 )+ X5 (∑
m = 1

3 X5m

3 )+ X6 (∑n = 1

4 X6n

4 )+

X7 (∑
o = 1

2 X7o

2 )+ X8 (∑p = 1

5 X8p

5 )+ X9 (∑q = 1

3 X9q

3 )+

X10 (∑
r = 1

7 X10r

7 )+ X11 (∑
s = 1

6 X11s

6 )+ X12(∑
t = 1

3 X12t

3 )

（5）

其中，T ( Xij )为某个一级变量下二级变量的总个数；i为一级

变量的编号，j为对应一级变量下二级变量的编号。

参照Estrada等的研究[32,40]，本文按照PMC得分对不同政策的

档次进行划分，其中 0~6分为不良，6~8.4分为合格，8.4~10.8分

为优秀，10.8~12分为完美。根据此划分标准对所搜集到的政策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在搜集到的 95
份政策文本中，不良等级的政策有 31份，合格等级的政策有 45份，优秀等级的政策有 19份，完美等级

的政策为 0份。由此可知，当前返乡创业政策多数达到合格以上水平，但优秀等级以上政策数偏少，

仍有较大改进空间。

4.PMC指数各变量得分情况

PMC指数由公式（5）和（6）计算得出，得分结果显示，各维度普遍表现较好，但发布机构这一维度

得分较低，表明现有政策的发布以各部门独立发文为主，多部门之间的联合发文比例较低。利用戴

布拉图直观展示政策一级变量的PMC指数得分分布，得分越高则变量越靠外围（图 1）。戴布拉图的

结果表明当前制约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效力发挥的主要原因是各部门之间的协同性不足。进一步

分析可以发现，“发布机构”这一维度呈现出最为明显的

内缩态势，这一分析结果与 PMC 指数的得分结果相结

合，共同印证了当前政策体系各部门之间协同性不足的

“短板”。事实上，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特点决定了其政策

发布应当以多部门联合发布为主。第一，从涉及领域来

看，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涉及领域广的特点，包括财政

税收、教育培训、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因而在政策制定

上要求政府各部门进行跨领域合作。第二，从资源需求

来看，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资源需求量大的特点。一方

面，创业本身即是一种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活动[41]；另

一方面，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规模也十分庞大，截至 2022
年 3月，返乡入乡创业人数达到 1120多万,且其中 70%为返乡农民工[42]。规模巨大的资源调度需要

通过多部门联合发布政策以整合各类资源，减少资源重复供给造成的浪费问题，提高工作效率。

PMC =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ú

ú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6）

5.典型政策分析

通过分析河南省、贵州省、福建省的代表性政策文件，探讨各地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特

征。选取的文件包括河南省的《财政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 20条政策措施》（P13）、贵州省的《“雁归兴

表3　多投入产出表

一级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二级变量

X1:1 X1:2 X1:3 X1:4 X1:5

X2:1 X2:2 X2:3

X3:1 X3:2 X3:3

X4:1 X4:2 X4:3 X4:4 X4:5

X5:1 X5:2 X5:3

X6:1 X6:2 X6:3 X6:4

X7:1 X7:2

X8:1 X8:2 X8:3 X8:4 X8:5

X9:1 X9:2 X9:3

X10:1 X10:2 X10:3 X10:4 X10:5 

X10:6 X10:7

X11:1 X11:2 X11:3 X11:4 X11:5 

X11:6

X12:1 X12:2 X12:3

图 1 政策平均值的戴布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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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行动计划》（P51）和福建省的《支持

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十二条措施》（P91）。PMC矩阵的构建

基于公式（6），而以P13为例构建的具体公式见式（7），以此绘制

三份政策曲面图①。P13的PMC指数为 8.99，表现优秀，其特点

在于内容全面。P51 的 PMC 指数为 7.15，表现合格，其特点在

于具有明确的政策规划。P91的PMC指数为 8.45，同样表现优

秀，特点在于分工明确。通过戴布拉图，直观对比不同政策文本

的一级变量得分（图2），发现所有政策在发布机构（X4）维度得分

最低，这与PMC指数分析结果一致。

PMC ( P13 )=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ú
ú

ú

ú0.60 1.00 0.67
0.20 1.00 1.00
0.50 1.00 1.00
0.86 0.83 0.33

（7）

四、政策工具使用力度测度

1.政策工具类型划分

参考相关研究[12,43]，本文对政策工具类型进行进一步细分。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表现为对农民

工返乡创业的引导和拉动，重点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市场机会。需求型政策工具主要包括项目共

建、示范引领、产业扶持、招才引智、资源整合、互助合作、政府购买、社会参与。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

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驱动力，重点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力。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基础设

施、用电保障、公共服务、教育培训、技术支持、土地供给、财政补贴、用工保障。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

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间接影响力，重点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外部环境。环境型政策工具主要包

括监督约束、风险防范、金融支持、平台建设、社会保障、组织保障、宣传引导、税费优惠。

2.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编码

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编码步骤如下：第一，逐句阅读提炼关键信息形成政策文本分析单元。第二，

在NVivo 12 Plus软件中以“政策编号-条款编号”形式编码。第三，每条政策文本分析单元与一类政

策工具相对应，并逐条加以标注（表4）。

3.政策工具使用力度测度结果

将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与其PMC指数相乘，得到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得分如表5所示。

①    政策曲面图已省略，留存备索。

图 2 政策 P13、P51、P91 的戴布拉图

表4　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文本内容编码表节选

编号

1

……

1126

……

4441

政策名称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
返乡创业的意见

……

关于深入实施“我兴楚乡创在湖北”返
乡创业行动计划的通知

……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
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实施意见

政策文本分析单元

加强基层服务平台和互联网创业线上线下基础
设施建设

……

加强返乡创业企业用工需求信息采集，提供信息
发布、用工指导、人才招聘等服务

……

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支持、促进农民工等人员返
乡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大力营造创业、兴业、
乐业的良好环境

文本编码

1-1

……

28-40

……

95-76

政策工具类型

供给型-基础
设施

……

供给型-公共
服务

……

环境型-宣传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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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6结果显示，政策总体上能提高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进一步分析表明，需求型政策工具对

提升工资性收入有显著正面效果，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则没有明显影响。加入资源利用水平控

制变量后，发现能源消耗水平对工资性收入增长有积极作用，但水资源利用水平对其无显著影响。

考虑地区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后，结果依旧支持需求型政策工具对工资性收入的正面影响，而供给

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影响不显著。因此，H1得到验证，H2被拒绝。

从地区发展水平来看，社会需求水平显著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市场供需理论指出，

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社会需求增加时，企业加快生产和创新，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工资水

平，最终促进收入增长。对农村居民而言，由于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因而社会需求的变化

通常来自非农领域，社会需求增加主要促进非农经济繁荣，进而提升工资性收入水平。医疗基础设

施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有正向影响。健康状况影响农村居民工作能力，进而影响工作效率和失业

表5　政策测度部分测度结果

政策

需求型

供给型

环境型

P1

54.20

63.23

117.43

…

…

…

…

P45

38.56

215.93

239.07

…

…

…

…

P94

46.83

206.07

224.80

P95

65.03

268.24

284.50

表6　基准回归结果 N=217

变量

综合政策效力

需求型政策工具

供给型政策工具

环境型政策工具

能源消耗水平

乡村水资源利用水平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创新水平

社会需求水平

地区产业结构

农业生产规模

乡村机械化水平

医疗基础设施水平

乡村生产力发展水平

农业劳动者规模

常数项

地区

年份

调整后的R2

（1）
工资性收入

0.045**(0.019)

3.507***(0.058)

是

是

0.036

（2）
工资性收入

0.089***(0.030)

0.007(0.062)

-0.059(0.076)

3.500***(0.101)

是

是

0.072

（3）
工资性收入

0.047**(0.018)

0.023**(0.010)

0.096(0.151)

2.696**(1.103)

是

是

0.103

（4）
工资性收入

0.096**(0.036)

0.015(0.058)

-0.073(0.077)

0.025**(0.010)

0.080(0.155)

2.808**(1.123)

是

是

0.146

（5）
工资性收入

0.046**(0.017)

0.029**(0.011)

0.105(0.149)

-0.256(0.178)

0.170(0.290)

0.189*(0.108)

0.003(0.014)

0.200(0.195)

-0.013(0.098)

0.330*(0.168)

-0.087(0.206)

-0.039***(0.012)

-1.647(3.490)

是

是

0.186

（6）
工资性收入

0.089***(0.032)

0.044(0.046)

-0.096(0.066)

0.031***(0.011)

0.100(0.150)

-0.311(0.195)

0.158(0.291)

0.207*(0.109)

0.007(0.012)

0.215(0.181)

0.010(0.094)

0.311*(0.169)

-0.099(0.217)

-0.034***(0.011)

-1.279(3.579)

是

是

0.229

注：括号内为地区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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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不良的健康状况会减少农村居民从事高水平非农就业的机会。应当加强农村医疗基础设施建

设，提供健康保障，促进工资性收入提升。农业劳动者规模越大，越抑制工资性收入增长。农村居民

在农业领域投入的劳动力越多，从事非农工作的时间和精力越少，获取的工资性收入也越少。加快

农业现代化，减少农业对劳动力的依赖，提升劳动者素养，增强非农就业能力，是促进乡村非农经济

发展、提升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重要途径。

2.进一步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证实了H1，但却与H2的结论不同。为解释这一现象，对搜集到的 95份政策文本的

政策工具具体使用情况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分析发现了以下问题：

第一，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关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初期阶段，却忽略了对后续阶段的支持。创

业成功需要全程的政策支持，包括前期的资源准备如“土地供给”“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等政策工

具，创业过程中的“公共服务”“财政补贴”和“技术支持”等政策工具，以及后期的“用电保障”“用工保

障”等为企业正常运营提供保障的政策工具。尽管如此，目前政策工具中 97%集中在创业前期和中

期，后期支持不足，导致农民工创业困难，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和政策效果。

第二，环境型政策工具缺乏对环境风险的控制与防范。在环境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中，“监督约

束”与“风险防范”占比过小，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失败概率增大。首先，“监督约束”占比过小导致市场

混乱，增大创业失败风险。其次，“风险防范”占比不足，企业不仅缺乏应对手段，也缺少兜底保障机

制。这两项政策工具的缺乏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效力的发挥造成不利影响。相关研究表明，创

业风险会随着创业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环境型政策工具虽然能够吸引更多农民工返乡创业，但随着

创业人数的增加，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也会增强，从而提高创业风险，降低企业盈利能力[44]。因此，若无

风险控制措施，环境型政策工具越多，企业对非农就业的带动作用会越弱，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越

低。针对创业人数增加带来的创业风险问题，需求型政策工具中的互助合作工具能够通过加强返乡

农民工之间的沟通，构建合作机制以缓解竞争压力、实现错位发展，从而降低因返乡创业人数过多带

来的同质化竞争。供给型政策工具能够通过增强返乡创业农民工自身实力以提高风险承受能力。

但环境型政策工具风险控制措施的缺失将导致政策效力不仅难以发挥，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农

民工返乡创业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产生负向影响。

除了政策工具内部结构失衡以外，政策工具效果受限的可能原因还包括农民工自身局限性和文

化冲突。首先，农民工利用资源能力有限，影响供给型政策工具效果。由于农民工学历低，接受培训

能力有限，难以有效利用资源，影响创业绩效，削弱供给型政策工具效果[45‐47]。随着农民工创业素质

提升，供给型政策工具效果可能增强。另一方面，农村创业环境面临现代工业文化与传统乡土文化

冲突。返乡创业企业在乡村熟人社会中经营，受到正式规章制度和人情伦理的双重影响，导致文化

嵌入性困境。由于需求型政策工具的效力主要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有关，供给型政策工具的效力

主要与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力有关，而环境型政策工具则主要与返乡创业企业的日常经营有关，企业

日常经营需要与多个乡村主体建立人际关系，遵循人情伦理，因此环境型政策工具受此类文化嵌入

性困境影响最大。乡村人际关系网络带来不确定性，影响生产效率，降低政策工具效力[48]。政府应引

导农民工应对文化冲突，改善创业效果。

3.稳健性检验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可能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支持力度。高收入促进经济增长和税

收，提升政策支持能力。因此，本文可能存在逆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基准回归采用滞后一期政策

支持数据减少了内生性问题，面板数据和固定效应模型缓解了遗漏变量问题。尽管如此，进行稳健

性检验以确保结果可靠性仍是必要的（表 7）。本文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更换被解释

变量衡量方式。通过使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对数值作为因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农民工返

乡创业政策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且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主要通过需求型政策工具的

使用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的提升。第二，数据缩尾处理。为避免极端值影响，进行了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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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的缩尾处理，结果显示政策综合效力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主要通过需求型

政策工具实现。第三，缩小样本范围。剔除四个直辖市重新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对

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需求型政策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供给型和环境型政

策工具影响不显著。以上三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稳

健性。

六、影响机制分析

农民工进城务工主要基于城市非农就业能够获取收益更高的工资性收入这一理性认识。农民

工返乡创业政策有望进一步在乡村地区催生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帮助农村居民就近就业，提升工资

性收入。本文现以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如何通过非农

就业水平的提升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表 8 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返乡创业

政策可以促进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水平的提升。从政策工具的视角来看，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可

以提升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水平，但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则对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水平无显著

影响。

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主要从岗位数量、就业能力、保障措施三个方面增加非农就业人数。首先，

政策为乡村地区非农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促进乡村地区形成大量的非农就业岗位，从而使

农村居民拥有了更为丰富的非农就业机会。在过去，农村地区的非农企业较少，难以提供足够的非

农就业岗位，这是农村劳动者外流的重要原因之一。返乡创业政策鼓励乡村创业，有助于新创企业

的培育和发展。同时通过返乡农民工带来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也能促进乡村非农经济繁荣发展，

并带动相关行业的创业行为及企业集聚行为，促进乡村非农岗位数量增长，增加农村居民非农就业

机会。其次，政策通过增强非农就业能力使农村居民能够胜任更多类型非农就业岗位。政策为农村

居民提供就业培训支持，增强非农就业能力，提高非农就业人数。最后，政策鼓励各地区搜集发布企

业用工信息，同时在岗位稳定、权益保护等方面提供政策保障，使农村居民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非农

就业岗位。

同时，表 8的回归结果也表明了农村居民非农就业水平提升对工资性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结合表 6的基准回归结果可以证明，非农就业水平提升在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

收入增长方面具有中介效应。拓宽非农就业渠道、提升非农就业水平，是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

增长的重要因素，具体表现为直接促进和间接促进两种类型。直接效果来看，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优

化了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使农村居民获取更多工资性收入。从间接促进效果来看，非农就业水平

提升使农村劳动者接触先进生产工具，开拓视野，提升自身素质，增强获取工资性收入的能力。由此

证实了H3。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综合政策效力

需求型政策工具

供给型政策工具

环境型政策工具

控制变量

地区

年份

N

调整后的R2

（1）工资性收入

0.047**(0.018)

是

是

是

217

0.901

（2）工资性收入

0.089**(0.032)

0.060(0.057)

-0.111(0.079)

是

是

是

217

0.905

（3）工资性收入

0.044**(0.017)

是

是

是

217

0.178

（4）工资性收入

0.087**(0.032)

0.047(0.046)

-0.099(0.067)

是

是

是

217

0.218

（5）工资性收入

0.050**(0.020)

是

是

是

189

0.278

（6）工资性收入

0.081**(0.037)

0.029(0.045)

-0.067(0.065)

是

是

是

189

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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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实证检验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得到如下

结论：首先，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水平。其次，需求型政策工具的

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但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对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

长无显著影响。再次，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数量结构不协调。供给型政策工具存在对创业后

期支持力度不足的问题。环境型政策工具存在风险控制力度不足的问题。最后，拓宽非农就业渠道

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促进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的重要影响机制。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注重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全过程支持。当前返乡创业

政策只将重点放在了如何促进农民工返乡方面，而对于农民工返乡之后的后续支持则较为缺乏，使

农民工在返乡之后的创业过程中面临较多困难。第二，注重对农民工返乡创业风险的防范与补偿。

首先要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通过降低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来控制风险，为农民工充分利用

市场规律实现致富增收创造条件，其次要加强兜底保障机制的建设，使创业失败的农民工能够得到

相应的补偿，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后顾之忧。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对PMC指数各维度的分析表

明，现有政策的制定存在部门协同性不足的问题，因此在今后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还应加强部门之间

的协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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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Hometowns for Entrepre⁃
neurship and Wag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LIU Xiaoying， ZHANG Zhiheng， NIU Wentao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a polic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entre‐
preneurship policies， this paper uses policy text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nd above from 2008 to 2022 as 
the data source.Based on the PMC index model and text analysis unit coding，the comprehensive effec‐
tiveness of policies and the intensity of policy tools usage are calculated.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finally 
constructed a fixed effects model to reveal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
neurship policies on the wage income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se policies can 
help improve the wage income level of this group by expanding their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chan‐
nels.However，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olicy tools on wage income vary.Demand oriented policy 
tools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raising the wage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while supply oriented and en‐
vironment oriented policy tools show no significant effect. In practice， supply oriented policy tools lack 
sufficient support in the later stages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environment oriented policy tools exhibit in‐
adequate risk control， leading to a relative weakening of their policy effectiveness.Accordingly，it is rec‐
ommended to enhance support and risk prevention for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entrepreneurship and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among policy-making departments.

Key words rural migrant workers； policy for returning to hometowns for entrepreneurship； wage 
income； policy 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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